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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C曲线的再检验*

———基于城市生活垃圾的分析

石 琳

(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 采用中国 2001 － 2015 年 272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城市生活垃圾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
定量研究，通过使用固定效应、面板门槛模型等多种计量方法，并运用夜间灯光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
表明: ( 1) 中国的人均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发展并未表现出 EKC 曲线所预言的倒 U 型关系。而是呈现出明
显的正相关关系。人均 GDP越高，人均城市生活垃圾也越高，在区域间也并未检测出明显的差异。 ( 2) 城
市规模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均与人均城市生活垃圾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政府公共建设支出占 GDP比重的
系数则显著为正，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城市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效应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会促进人均城市

生活垃圾的减少，而政府投入的作用则尚未完全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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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城市化开始由数量和规模扩张逐渐向

追求城市发展质量转变，生态环境、人居环境成为城
市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其中城市垃圾问题引发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垃圾是城市的附属物，中国城市化的
快速发展在带来持续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垃圾

的指数及增长。1980 年全国城市垃圾清运量仅 3132

万吨，到 2016 年底垃圾清运量已高达 2. 15 亿吨，年
均增长 5. 5%，超过同期城镇人口的平均增速
( 4. 0% ) ①。住建部调查数据显示，全国有三分之一
以上的城市深陷垃圾围城困局，三分之二的城市被垃

圾包围。与此同时，中国的垃圾治理一直滞后，垃圾
分类未能有效展开，垃圾污染日益严重，垃圾处理厂

的选址也诱发多起群体性事件，有碍社会稳定。城市
垃圾是否会随着城市的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扩张而呈

现正向关系? 是否会在某一拐点后开始下降? 这一问

题引发学界思考。

环境经济学中对环境质量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库茨涅茨曲线 (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以下简称 EKC 曲线) 的讨论中。根
据这一理论，环境污染水平与国民收入呈倒 U 型关
系，即污染程度会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先增加后下

降。自 Grossman ＆ Krueger ( 1995) ［1］观察到这一现象
以来，大量相关研究迅速跟进，学者们运用多种计量

方法对各个国家的主要污染物均进行了相关研究。在
中国，EKC 曲线的相关文献也十分丰富 ( 彭水军、

包群，2006; Tao et al. ，2008; 林伯强、蒋竺均，
2009; 许广月、宋德勇，2010 ) ［2 － 5］，在方法和数据

源上也不断精细化。然而也要看到，现有研究主要关
注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工业废弃物 ( 废水、废气、

固体废弃物) 、生化需氧量等方面，对于城市垃圾的
研究则较少涉及。

文献梳理的结果表明，国际上对于城市垃圾与经

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Cole et al. ，最早提出
垃圾库茨涅茨曲线 ( Waste Kuznets Curve，WKC) 这
一概念，并对 13 个 OECD 国家的城市废弃物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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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并不存在 EKC 曲线所预言的拐点［6］。
Ｒaymond ( 2004) 运用环境可持续指数 ( ESI) 的多
国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得到了城市垃圾与经济增长具

有显 著 EKC 关 系 的 结 论［7］。Mazzanti ＆ Zoboli
( 2009) 以欧盟 25 国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城市废
弃物与经济增长并不存在倒 U 型关系［8］。国内对城
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研究则相对较少。

杨凯等 ( 2003) 对上海 1978 － 2000 年人均 GDP 与城
市废弃物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 2000 年上海已经
接近 EKC 曲线的拐点，在此之后废弃物总量将趋
缓［9］。廖传惠 ( 2013 ) 运用 1996 － 2011 年的全国数
据进行拟合，发现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与人均 GDP

之间呈 N型关系［10］。林屾 ( 2014 ) 对贵州省的生活
垃圾清运量进行了研究，发现其 EKC 曲线近似 “倒
N型”曲线的左半段，垃圾清运量仍处于上升期［11］。

综合来看，国内现阶段的相关研究十分缺乏，已有的

研究多关注于特定区域和城市，在计量方法上也存在

较多缺陷。

鉴于文献对于城市垃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较

为欠缺，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中国 2001 －
2015 年 272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城市生活垃圾与
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通过使用固定

效应、面板模型等多种计量方法，并运用夜间灯光数
据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 ( 1) 中国的人均
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发展并未表现出 EKC 曲线所预
言的倒 U型关系，人均 GDP 越高，人均城市生活垃
圾也越高，在区域间也并未检测出明显的差异; ( 2)

城市规模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均与人均城市生活垃圾

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城市规模

扩大带来的规模效应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会促进人

均城市生活垃圾的减少，而政府投入的作用则尚未完

全凸显。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 1 ) 对
于环境经济学中传统的 EKC 理论进行了有效扩展。

针对 EKC研究较为忽视城市垃圾的现状，本文运用
多种计量方法对城市垃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深

入分析，从而丰富了 EKC曲线的研究内容; ( 2 ) 从
城市垃圾角度对城市经济学中城市承载力、最优城市
规模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传统城市经济学在考虑
城市集聚时，主要考虑经济效益，容易忽视自然资本

和生态服务对于生产和居民福利的重要影响。本文研
究的主要是城市尤其是市区内的生活垃圾，选取的也

都是城市层面的变量，所得结论对于城市生态承载力

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而城市规模与生活垃圾的关系

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对城市规模的研究。

本文接下来的行文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是本文的

研究设计，主要介绍本文的计量模型设定、数据来源

及处理过程和基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第三部分汇报

本文的基础回归结果和门槛模型的结果，第四部分从

时间异质性和数据的真实性两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

验，第五部分得出本文的主要结论及相应的政策建

言。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本文的计量模型首先沿用 EKC模型的一般设定，

具体形式如下:

MWit = β0 + β1 PGDPit + β2 PGDP( )
it

2 + β3

PGDP( )
it

3 + β4 Γ it + εit ( 1)

其中，MW 代表人均城市生活垃圾 ( municipal

waste per capita) ，这也是本文的核心变量。值得指出

的是，由于数据限制，统计年鉴中城市垃圾数据只有

城市生活垃圾，缺乏建筑垃圾数据，所以本文以城市

生活垃圾作为研究对象。人均城市生活垃圾是用城市

生活垃圾清运量除以年末总人口得到。在解释变量

中，PGDP表示人均 GDP，这也是 EKC研究中最为常

见的用以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Γ it 是一组控制变

量，εit 是误差项，i、t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

根据 Shafik ＆ Bandyopadhyay ( 1992) 的研究［12］，

EKC模型首先应设定为三次方形式，如果不显著再

检验二次方形式，如二次方仍不显著则可进行线性检

验。因此本文借鉴这一做法，将人均 GDP、人均
GDP平方和三次方都放入回归模型中。β1 、β2和 β3三

个参数的数值与最后的曲线拟合结果的关系如下表所

示，可以看出参数的正负号将直接影响模型的拟合结

果。

以往的研究表明，多次方型式的回归模型具有一

定效果，但对于非线性关系也可能存在解释力度不

强、无法准确识别拐点的缺陷，因此本文借鉴 Han-

sen ( 1999) 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理论［13］，构建以下

的门槛回归模型:

MWit = μ i + δ'1 PGDPit I qit ＜( )γ + δ'2
PGDPit I qit ＞( )γ + Γ it + δ3 Γ it + vit ( 2)

其中 qit 是门限变量，γ 是门槛值，I ( ·) 表示

指示函数，当满足括号内的条件时，I 取值为 1，否

则为 0。门槛模型的具体操作见第三部分。

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上，本文结合相关文献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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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的特点，选择了以下 8 个控制变量: ( 1 )

城市规模与城市垃圾清运量存在很大关联性，一方面

城市规模扩大会带来更多的垃圾排放，但另一方面规

模效应也有可能会导致人均垃圾量减少。由于城市的
垃圾问题主要集中于市辖区，所以本文选取城市市辖

区的年末总人口用以衡量该地区的人口规模; ( 2 )

城镇化率同样会影响垃圾水平，城镇化率的提高会带

来更多的城市人口，从而对人均垃圾量带来直接影

响，所以本文选取地级市的城镇化率作为控制变量。

由于统计年鉴中没有城镇化率的直接数据，本文用城

市市辖区年末总人口占地级市总人口的比重进行计

算; ( 3) 人口密度同样会对城市垃圾带来直接影响，

人口密度越高，则该地区的人均垃圾量有可能越高，

因此本文加入了城市市辖区的人口密度这一指标;

( 4) 产业结构同样会对城市垃圾带来影响，以往的
EKC研究侧重于氮氧化物、工业废弃物等污染物，

因此常用第二产业比重衡量一地区的产业结构。由于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城市生活垃圾，与第三产业联系

更为紧密，所以采用第三产业占比予以衡量; ( 5 )

政府能力也有可能会对地方的环境治理带来直接影

响，本文采用政府一般预算内收入占 GDP 比重这一
指标用以衡量地方政府的能力; ( 6) Levinson ＆ Tay-
lor ( 2008) 的 “污染天堂”假说表明一地区的对外
开放水平也有可能会影响该地区的环境治理水平［14］，

本文中采用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比重这一指标进行
衡量; ( 7) 一地区的城市维护建设支出将会直接影
响区内的环境治理力度，所以本文采用城市维护建设

支出占 GDP比重这一指标予以衡量; ( 8 ) 地区内的
人力资本也有可能会影响环境治理。由于统计年鉴中
缺乏地级市层面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这一指标，本文参

照吴玉鸣和田斌的做法［15］，利用普通高等教育学校

在校生人数占总人口比重的数据来衡量该地区的高素

质人力资本水平。

为了增强结果的稳定性，本文采用的是地级市层

面数据，由于部分城市数据缺失较为严重，最终选取

了 2001 － 2015 年 272 个地级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

如图 1 所示。之所以选择这一时间区间，是因为
2001 年之前城市垃圾的数据缺失较为严重，而 2015

年是最新可得的数据年份。本文的所有数据均来自于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

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对于极个别缺失

数据，本文采用插值法予以处理，但不影响本文的基

本结论。对于含有价格因素的变量，本文均采用相应
的价格指数予以平减，以保证本文结果的稳定性。本
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为降低异方差
带来的偏误，本文在回归结果中对所有指标均用自然

对数进行了处理。

表 1 EKC模型拟合情况汇总②

参数值 曲线形状 y值走势
β1 ＞ 0，β2 ＞ 0，β3 ＞ 0 单调递增曲线 单调递增

β1 ＜ 0，β2 ＞ 0，β3 ＞ 0 单调递增曲线 单调递增

β1 ＞ 0，β2 ＜ 0，β3 ＞ 0 单调递增曲线 单调递增

β1 ＜ 0，β2 ＜ 0，β3 ＞ 0 N型曲线 先增，再减，后增

β1 ＞ 0，β2 ＞ 0，β3 ＜ 0 倒 N型曲线 先减，再增，后减

β1 ＜ 0，β2 ＞ 0，β3 ＜ 0 单调递减曲线 单调递减

β1 ＞ 0，β2 ＜ 0，β3 ＜ 0 倒 N型曲线 先减，再增，后减

β1 ＜ 0，β2 ＜ 0，β3 ＜ 0 单调递减曲线 单调递减

β2 ＜ 0，β3 = 0 倒 U型 先增，后减

β2 ＞ 0，β3 = 0 U型 先减，后增

β1 ＞ 0，β2 = β3 = 0 直线 单调递增

β1 ＞ 0，β2 = β3 = 0 直线 单调递减

03
② 注: 本表以最简单的一元三次模型为例，所有参数前的变量均设为 1，例如 y = x3 + x2 + x。



图 1 每万人生活垃圾清运量 ( 左: 2001 年; 右: 2015 年) ③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 ( 吨 /万人) 4080 1247 1986 19 37658

人均 GDP ( 元) 4080 27155 20313 1219 279165

年末总人口 ( 万人) 4080 136 169 16 2129

城镇化率 ( % ) 4080 35 24 3 100

人口密度 ( 人 /平方公里) 4080 1017 999 13 14052

第三产业占比 ( % ) 4080 42 11 8 81

政府财政收入占 GDP比重 ( % ) 4080 7 4 0. 5 45

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比重 ( % ) 4080 2 3 0 48

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支出占 GDP比重 ( % ) 4080 3 3 0. 01 46

普通高等教育学校在校生人数占总人口比重 ( % ) 4080 1 2 0 13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按照研究的一般思路，本文首先汇报模型 ( 1 )

的回归结果，运用 OLS 和固定效应分别进行回归的
结果如表 3 所示。其中模型 ( 1) 、( 2) 、( 3) 式是混
合 OLS的估计结果，依次加入人均 GDP、人均 GDP

平方和人均 GDP三次方，( 4) 、( 5) 、( 6) 是固定效
应的回归结果。所有的回归模型中均加入了控制变
量，在混合 OLS 回归中同时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和省
份固定效应，在固定效应回归中控制了时间固定效

应。在混合 OLS的回归中，当仅仅添加人均 GDP 这
一变量时，其系数显著为正，人均 GDP 每增加 1%，

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增加 0. 446%。当依次加入平方
项和三次方项后，人均 GDP 相关变量的系数均变为
不显著，这表明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与人均 GDP 仍

然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而在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中，
( 4) 中人均 GDP 的系数值是 0. 056，与 OLS 接近，

但 ( 4) 、 ( 5) 、 ( 6) 中人均 GDP 相关变量的系数值
都变为不显著，表明城市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与人均

GDP似乎没有特别显著的统计学关系，但仍需要经
过进一步检验。

对于控制变量而言，城市年末总人口在所有模型

中的系数均为负，在 OLS模型中均通过 1%的显著性
检验，这初步表明，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人均生活

垃圾清运量会逐渐减少。城镇化率的系数则显著为
正，在 ( 6) 式中，城镇化率每提升 1%，人均生活
垃圾清运量会增加 0. 576%。OLS 回归中，人口密度
的系数也显著为正，系数值约为 0. 064。而第三产业
占比每提高 1%，人均生活垃圾大约提高 0. 49 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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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政府收入占 GDP 比重的系数值在 OLS 回归中
显著为正，约为 0. 116，但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变得不
显著且系数为负。FDI 占 GDP 比重在所有模型中均
显著为负，这表明对外开放水平越高，城市人均生活

垃圾量越小。公共建设支出占 GDP 比重的系数值显
著为正，这初步表明政府的投入暂时还没有充分发挥

降低垃圾新增量的作用。

表 3 混合 OLS和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

混合 OLS FE

( 1) ( 2) ( 3) ( 4) ( 5) ( 6)

人均 GDP 0. 446＊＊＊ 0. 293 － 3. 022 0. 056 － 0. 165 3. 465

( 0. 017) ( 0. 293) ( 3. 902) ( 0. 048) ( 0. 330) ( 3. 308)

人均 GDP平方 0. 008 0. 347 0. 011 － 0. 363

( 0. 015) ( 0. 396) ( 0. 017) ( 0. 338)

人均 GDP三次方 － 0. 012 0. 013

( 0. 013) ( 0. 011)

城市年末总人口 － 0. 254＊＊＊ － 0. 256＊＊＊ － 0. 256＊＊＊ － 0. 215 － 0. 227 － 0. 235

( 0. 015) ( 0. 015) ( 0. 015) ( 0. 230) ( 0. 228) ( 0. 225)

城镇化率 1. 040＊＊＊ 1. 040＊＊＊ 1. 040＊＊＊ 0. 564＊＊ 0. 573＊＊ 0. 576＊＊＊

( 0. 017) ( 0. 017) ( 0. 017) ( 0. 223) ( 0. 221) ( 0. 219)

人口密度 0. 064＊＊＊ 0. 065＊＊＊ 0. 064＊＊＊ 0. 020 0. 021 0. 020

( 0. 011) ( 0. 012) ( 0. 012) ( 0. 036) ( 0. 036) ( 0. 036)

第三产业占比 0. 486＊＊＊ 0. 486＊＊＊ 0. 488＊＊＊ 0. 045 0. 042 0. 027

( 0. 032) ( 0. 032) ( 0. 032) ( 0. 071) ( 0. 071) ( 0. 074)

财政收入占 0. 117＊＊＊ 0. 118＊＊＊ 0. 116＊＊＊ － 0. 023 － 0. 023 － 0. 022

GDP比重 ( 0. 016) ( 0. 017) ( 0. 017) ( 0. 023) ( 0. 023) ( 0. 023)

FDI占 GDP － 0. 045＊＊＊ － 0. 044＊＊＊ － 0. 046＊＊＊ － 0. 097＊＊＊ － 0. 095＊＊＊ － 0. 093＊＊＊

比重 ( 0. 016) ( 0. 016) ( 0. 016) ( 0. 026) ( 0. 026) ( 0. 026)

公共建设支出占 0. 060＊＊＊ 0. 061＊＊＊ 0. 061＊＊＊ 0. 017* 0. 018* 0. 018*

GDP比重 ( 0. 009) ( 0. 009) ( 0. 009) ( 0. 010) ( 0. 010) ( 0. 010)

每万人高等教育 0. 021 0. 021 0. 021 0. 015 0. 015 0. 015

在校生数 ( 0. 013) ( 0. 013) ( 0. 013) ( 0. 010) ( 0. 010) ( 0. 010)

常数项 － 2. 009＊＊＊ － 1. 261 9. 479 4. 886＊＊＊ 5. 988＊＊＊ － 5. 565

( 0. 229) ( 1. 449) ( 12. 79) ( 0. 858) ( 1. 714) ( 10. 64)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Ｒ平方 0. 789 0. 789 0. 789 0. 576 0. 573 0. 553

观测值 4080 4080 4080 4080 4080 4080

注: 括号内表示稳健标准误，* 表示 p ＜ 0. 1，＊＊表示 p ＜ 0. 05，* 表示 p ＜ 0. 01。

由于环境问题在空间上通常存在较强的空间异质

性，所以本文接下来分区域进行了进一步回归。参照
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方法，按照东部、中部、西部和东
北四大经济区域分别进行了估计，固定效应的回归结

果见表 4。值得指出的是，对四个区域加入人均 GDP

的三次方后均不显著，所以表 4 中只列出了包含平方
项的结果。从分区域回归的结果看，东部地区主要表
现出单调递增的关系，含有人均 GDP 平方向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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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显著。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模型均不显著，而西部
地区则表现出初步的倒 U 型关系，但由于标准误较
大，所以仍需要进行进一步检验。对于控制变量而
言，城市年末总人口在东部、西部地区均为负值，中
部地区的系数值不显著，但在东北地区为正值。FDI

占 GDP比重在东部和中部都表现出负值，在西部为
正值，东北地区则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对外

开放水平对城市垃圾的降低效应主要作用于东部和中

部地区。

表 4 分区域回归结果

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人均 GDP 0. 165＊＊ － 0. 986 － 0. 086 － 0. 102 0. 061 1. 095* － 0. 005 － 1. 265

( 0. 077) ( 0. 660) ( 0. 091) ( 0. 572) ( 0. 079) ( 0. 576) ( 0. 100) ( 1. 081)

人均 GDP平方 0. 057* 0. 001 － 0. 054* 0. 0644

( 0. 032) ( 0. 031) ( 0. 029) ( 0. 0533)

城市年末总人口 － 0. 381 － 0. 378 0. 033 0. 032 － 0. 831＊＊＊ － 0. 674＊＊＊ 2. 635* 1. 901

( 0. 453) ( 0. 436) ( 0. 241) ( 0. 244) ( 0. 254) ( 0. 244) ( 1. 520) ( 1. 642)

城镇化率 0. 622 0. 618 0. 079 0. 080 1. 151＊＊＊ 1. 034＊＊＊ － 1. 835 － 1. 108

( 0. 436) ( 0. 420) ( 0. 217) ( 0. 224) ( 0. 249) ( 0. 247) ( 1. 526) ( 1. 631)

人口密度 － 0. 006 － 0. 010 － 0. 010 － 0. 010 － 0. 047 － 0. 044 0. 158 0. 156

( 0. 041) ( 0. 041) ( 0. 040) ( 0. 040) ( 0. 127) ( 0. 123) ( 0. 159) ( 0. 158)

第三产业占比 － 0. 028 － 0. 038 － 0. 124 － 0. 124 0. 036 0. 050 － 0. 002 0. 00756

( 0. 191) ( 0. 193) ( 0. 124) ( 0. 126) ( 0. 078) ( 0. 077) ( 0. 176) ( 0. 179)

财政收入占 － 0. 010 0. 008 0. 029 0. 028 0. 010 0. 003 － 0. 121＊＊ － 0. 114＊＊

GDP比重 ( 0. 054) ( 0. 055) ( 0. 046) ( 0. 047) ( 0. 031) ( 0. 032) ( 0. 056) ( 0. 053)

FDI占 GDP － 0. 132＊＊ － 0. 132＊＊ － 0. 079* － 0. 079* 0. 076* 0. 076* 0. 018 0. 010

比重 ( 0. 053) ( 0. 053) ( 0. 042) ( 0. 044) ( 0. 044) ( 0. 042) ( 0. 054) ( 0. 054)

公共建设支出占 0. 018 0. 0188 － 0. 006 － 0. 006 0. 028* 0. 023 0. 015 0. 022

GDP比重 ( 0. 021) ( 0. 0204) ( 0. 019) ( 0. 019) ( 0. 016) ( 0. 015) ( 0. 033) ( 0. 032)

每万人高等教育 0. 027 0. 0257 － 0. 013 － 0. 013 0. 033* 0. 035* 0. 013 0. 012

在校生数 ( 0. 017) ( 0. 0170) ( 0. 016) ( 0. 016) ( 0. 018) ( 0. 018) ( 0. 030) ( 0. 030)

常数项 4. 907＊＊＊ 10. 73＊＊＊ 7. 251＊＊＊ 7. 328＊＊ 5. 572＊＊＊ 0. 292 1. 235 8. 048

( 1. 572) ( 3. 220) ( 1. 495) ( 2. 887) ( 1. 413) ( 3. 160) ( 2. 221) ( 6. 643)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平方 0. 440 0. 453 0. 031 0. 032 0. 448 0. 495 0. 028 0. 009

观测值 1305 1305 1155 1155 1110 1110 510 510

注: 括号内表示稳健标准误，* 表示 p ＜ 0. 1，＊＊表示 p ＜ 0. 05，* 表示 p ＜ 0. 01。

由于上文的固定效应模型结果的一致性较差，有

可能是因为模型的设定导致，所以本文接下来运用计

量模型 ( 2) 进行面板门槛效应回归。由于本文的核

心解释变量是人均 GDP，所以本文的门限变量首先

选用人均 GDP这一指标，用来检验人均 GDP 与城市

生活垃圾的关系是否存在门槛。同时，根据上文的研

究看出，城市人口规模对于垃圾水平具有十分显著的

抑制效应，而城市规模也是现阶段中国城市发展中的

热点话题，所以本文还采用城市年末总人口作为第二

个门限变量进行研究。按照一般的研究思路，进行门

槛回归前需要进行门槛效应检验。由于门槛效应检验

的 F统计量的具体分布未知，所以本文通过 300 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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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tstrap自抽样获得其渐进分布，并计算出相应 P

值，检验的结果如表 5 所示。可以看出，以人均 GDP

作为门限变量时，在 90%的置信度上存在单一门槛，

并不存在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门槛值大约是 9. 72

－ 9. 79 之间。以城市年末总人口作为门限变量，在
99%的置信度上存在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
均没有通过检验，门槛区间为 ［200. 81，217. 40］。

表 5 门槛效应检验

人均 GDP 城市年末总人口

F值 P值 门槛值 区间 F值 P值 门槛值 区间

单一门槛 22. 35* 0. 0933 9. 77 ［9.72，9.79］ 43. 85＊＊＊ 0. 0033 210. 45 ［200. 81，217. 40］

双重门槛 9. 20 0. 3833 — — 27. 02 0. 1567 — —

三重门槛 4. 83 0. 7133 — — 9. 93 0. 7633 — —

注: * 表示 p ＜ 0. 1，＊＊表示 p ＜ 0. 05，* 表示 p ＜ 0. 01; F统计量和 P值分别由 300 次的 Bootstrap自
抽样得到; 区间是在 95%的置信度下得到。

在通过单一门槛检验后，本文分别运用人均

GDP和城市年末总人口进行门槛回归，详细的回归
结果如表 6 所示。可以看出，在两种门槛模型下，人
均 GDP的系数值均显著为正，并没有出现系数正负
上的显著差异，这表明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发展并不

存在 EKC型的倒 U 型曲线，而是正向的线性关系。

在模型 ( 1 ) 中，低于人均 GDP 的门槛值时，人均
GDP的系数是 0. 136，超过门槛值后变为 0. 129，略

微有所下降。在模型 ( 2 ) 中，在城市规模的门槛值
之前，系数值是 0. 048，超过门槛值后变为 0. 068，

略微增大。在控制变量上，城市年末总人口、FDI 占
GDP比重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城镇化率、公共建
设支出占 GDP比重的系数显著为正，与基准模型中
所得结论一致。在此基础上，本文又分别对四大经济
区进行了门槛回归，结果均表明人均 GDP 与城市生
活垃圾并不存在倒 U型关系，而仍然是正相关④。

表 6 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门限变量 人均 GDP 城市年末总人口

( 1) ( 2)

人均 GDP ( 低于门槛值)
0. 136＊＊＊
( 0. 029)

0. 048*
( 0. 025)

人均 GDP ( 高于门槛值)
0. 129＊＊＊
( 0. 028)

0. 068＊＊＊
( 0. 025)

城市年末总人口 － 0. 237＊＊＊ － 0. 484＊＊＊

( 0. 087) ( 0. 092)

城镇化率 0. 581＊＊＊ 0. 637＊＊＊

( 0. 090) ( 0. 091)

人口密度 0. 016 0. 024

( 0. 021) ( 0. 021)

第三产业占比 0. 017 0. 038

( 0. 038) ( 0. 038)

财政收入占 GDP比重 － 0. 015 － 0. 020

( 0. 017) ( 0. 017)

FDI占 GDP比重 － 0. 091＊＊＊ － 0. 087＊＊＊

( 0. 014) ( 0.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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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设支出占 GDP比重 0. 018＊＊＊ 0. 020＊＊＊

( 0. 007) ( 0. 007)

每万人高等教育在校生数 0. 016* 0. 013

( 0. 009) ( 0. 009)

常数项 4. 345＊＊＊ 5. 817＊＊＊

( 0. 423) ( 0. 424)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Ｒ平方 0. 553 0. 569

观测值 4080 4080

注: 括号内表示稳健标准误，* 表示 p ＜ 0. 1，＊＊表示 p ＜ 0. 05，* 表示 p ＜ 0. 01。

综合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无论是三次方形式的

回归模型还是面板门槛模型，所得结果均表明中国的

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发展并不存在倒 U 型关系，从

而否认了 EKC曲线在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方面的适用

性。随着人均 GDP 的升高，人均城市生活垃圾也随

之上升，在不同的区域间差异也十分微弱。在控制变

量中，城市规模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均与人均城市生

活垃圾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政府财政收入占

GDP比重、公共建设支出占 GDP 比重的系数显著为

正。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城市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效

应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会促进人均城市生活垃圾的

减少，而政府投入的作用则尚未完全凸显。

四、稳健性检验

第三部分运用两种计量模型进行了检验，但是由

于数据的不准确和时间上的波动，所得结果仍然可能

存在噪音。因此，本文接下来从时间异质性和数据的

可靠性两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增强文章结论的合

理性。

( 一) 考虑时间异质性

图 2 OLS逐年回归得到的系数

注: ①图中下界和上界表示的是置信度为 95%

的置信区间;

②每一年回归均采用 OLS 估计，并控制省份固

定效应。

本文使用的是面板数据，数据本身有可能存在时

间维度上的波动，表 3 中混合 OLS 和固定效应回归

结果相差较大也说明了一定问题，因此有必要从时间

层面进行进一步检验。图 2 列出了运用 OLS 逐年回

归得到的人均 GDP 的系数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到，

人均 GDP的系数在每一个年份都显著为正，在波动

中有略微上移的趋势，这也表明城市生活垃圾现阶段

仍然随着人均 GDP的升高而增加。

( 二) 考虑 GDP数据造假

中国 GDP 数据的造假问题长期受学界关注，

2017 年以来辽宁、内蒙古和天津三个省份相继承认
GDP上报数据不实，并开始主动 “挤水分”，也引发

社会层面的广泛探讨。为克服 GDP 数据可能存在的

造假问题，本文借鉴 Henderson et al. ， ( 2012 ) 的方

法［16］，采用美国国防气象卫星提供的 DMSP － OLS夜

间灯光数据，通过构建地区平均灯光亮度作为人均

GDP的代理变量。Henderson et al. ，( 2012) 、徐康宁

等 ( 2015) ［17］的研究均表明，夜间灯光数据可以有效

地衡量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而较好的解决

GDP数据造假问题。本文运用灯光数据进行的回归

结果如下表所示。

不论是在 OLS 还是在固定效应模型中，灯光亮

度的三次方都显著为正，平方项则显著为负，灯光亮

度的系数值显著为正，通过查阅表 1 并运用 MATLAB

绘制相应的函数图像，可以看出灯光亮度与人均生活

垃圾清运量仍然呈现出单调递增的关系，虽然不是线

性递增，但总体趋势与第三部分的结论一致。城市年

末总人口的系数在所有模型中均显著为负，进一步体

现了城市人口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FDI 占 GDP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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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系数在 OLS 回归中为正，但在固定效应回归中
显著为负，与上文的结论也基本类似。而政府的建设

支出比重仍然没能发挥相应的降低垃圾水平的作

用⑤。

表 7 灯光数据回归结果

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

混合 OLS FE

( 1) ( 2) ( 3) ( 4) ( 5) ( 6)

灯光亮度 0. 194＊＊＊ 0. 039 0. 137＊＊＊ 0. 129＊＊ 0. 106* 0. 178＊＊＊

( 0. 020) ( 0. 025) ( 0. 027) ( 0. 055) ( 0. 057) ( 0. 061)

灯光亮度平方 0. 051＊＊＊ － 0. 102＊＊＊ 0. 017 － 0. 074＊＊

( 0. 008) ( 0. 019) ( 0. 014) ( 0. 031)

灯光亮度三次方 0. 033＊＊＊ 0. 022＊＊＊

( 0. 005) ( 0. 006)

城市年末总人口 － 0. 309＊＊＊ － 0. 303＊＊＊ － 0. 307＊＊＊ － 0. 460＊＊ － 0. 493＊＊ － 0. 512＊＊

( 0. 016) ( 0. 016) ( 0. 016) ( 0. 232) ( 0. 237) ( 0. 231)

城镇化率 1. 027＊＊＊ 0. 995＊＊＊ 0. 996＊＊＊ 0. 706＊＊＊ 0. 727＊＊＊ 0. 732＊＊＊

( 0. 019) ( 0. 019) ( 0. 019) ( 0. 226) ( 0. 229) ( 0. 223)

人口密度 0. 065＊＊＊ 0. 079＊＊＊ 0. 109＊＊＊ － 0. 010 － 0. 008 － 0. 014

( 0. 016) ( 0. 015) ( 0. 015) ( 0. 0347) ( 0. 034) ( 0. 033)

第三产业占比 0. 336＊＊＊ 0. 274＊＊＊ 0. 245＊＊＊ 0. 092 0. 078 0. 058

( 0. 037) ( 0. 035) ( 0. 034) ( 0. 074) ( 0. 076) ( 0. 076)

财政收入占 GDP比重 0. 141＊＊＊ 0. 150＊＊＊ 0. 151＊＊＊ － 0. 036 － 0. 039 － 0. 030

( 0. 020) ( 0. 020) ( 0. 020) ( 0. 024) ( 0. 024) ( 0. 024)

FDI占 GDP比重 0. 041＊＊ 0. 035* 0. 051＊＊＊ － 0. 081＊＊＊ － 0. 079＊＊＊ － 0. 071＊＊＊

( 0. 018) ( 0. 018) ( 0. 018) ( 0. 027) ( 0. 027) ( 0. 027)

公共建设支出占 0. 050＊＊＊ 0. 054＊＊＊ 0. 061＊＊＊ 0. 016 0. 017 0. 019

GDP比重 ( 0. 012) ( 0. 011) ( 0. 011) ( 0. 012) ( 0. 012) ( 0. 012)

每万人高等教育 0. 031＊＊ 0. 035＊＊ 0. 037＊＊ 0. 016 0. 017 0. 017

在校生数 ( 0. 015) ( 0. 015) ( 0. 015) ( 0. 011) ( 0. 011) ( 0. 011)

常数项 2. 827＊＊＊ 3. 048＊＊＊ 3. 085＊＊＊ 5. 904＊＊＊ 5. 998＊＊＊ 6. 183＊＊＊

( 0. 182) ( 0. 177) ( 0. 173) ( 0. 613) ( 0. 627) ( 0. 619)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Ｒ平方 0. 752 0. 757 0. 764 0. 496 0. 503 0. 505

观测值 3536 3536 3536 3536 3536 3536

注: 括号内表示稳健标准误，* 表示 p ＜ 0. 1，＊＊表示 p ＜ 0. 05，* 表示 p ＜ 0. 01。

五、结论及建议
现阶段，中国的城市垃圾问题日益突出，并逐渐

成为“城市病”中的热点问题。本文采用中国 2001

－ 2015 年 272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城市生活垃圾
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通过使用固

定效应、面板模型等多种计量方法，并运用夜间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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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本文使用的生活垃圾清运量数据也存在类似问题，部分城市相邻年份的数据完全一致，或者是完全取整数，有一定的数据造假
可能性。但由于现阶段没有其他数据来源，所以没办法进一步研究。



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 ( 1 ) 中国的人
均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发展并未表现出 EKC 曲线所
预言的倒 U型关系，而是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人均 GDP越高，人均城市生活垃圾也越高，在区域
间也并未检测出明显的差异; ( 2) 城市规模和外商
直接投资水平均与人均城市生活垃圾表现出显著的负

向关系，政府公共建设支出占 GDP 比重的系数则显
著为正，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城市规模扩大带来的规

模效应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会促进人均城市生活垃

圾的减少，而政府投入的作用则尚未完全凸显。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国的城市垃圾问题

整体上仍处于不断加剧的周期中，在未来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内会对城市治理提出严峻挑战。结合上文的结
论，本文对中国的城市垃圾处理问题提出以下的针对

性建议: ( 1) 加强对垃圾问题的重视，提升政府垃
圾治理支出的效率水平，促进精细化管理。一方面加
强垃圾回收的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市民垃圾分类理念

并鼓励减少垃圾数量，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

级，提高垃圾处理的技术水平; ( 2) 正确看待大城
市在处理垃圾等生态环境问题上的积极作用，培育合

理的城市等级体系。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和对外
开放水平的提升，人均城市生活垃圾会呈现下降趋

势。这表明大城市并非生态上不可持续，在处理垃圾
问题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其集聚的特性，促进垃圾处理

效率的提升; ( 3) 提升区域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吸
收先进地区垃圾处理的宝贵经验并因地制宜，促进区

域垃圾水平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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